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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空间 

溢出与门槛效应研究 

李存贵
1
 

（河南科技大学 经济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摘 要】：基于 2000—2017年中国 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城镇

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相应的政策讨论。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依赖性和空间

异质性,东部地区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类型,西部地区主要表现为低—低集聚类型;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

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且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大于区域内的本地效应;城镇化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

发生在城镇化水平达到 86.16%处;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门槛特征,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城镇化对环境污染

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随着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比值的增加,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先增强后减弱。基于此,

提出建立区域环境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制定差异化的产业结构调整策略、加强环保技术的研发与推广、积极倡导绿

色生活方式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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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与文献综述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

速推进,2019 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60%,比 1978 年末提高 42.68 个百分点,年均提高 1.04 个百分点。城镇化过程是一

把“双刃剑”,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社会繁荣发展;另一方面,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持续实施大气污染的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是否必

然会加剧环境污染?如何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镇化进程,揭示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并测算其影响程度,实现城镇化与

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对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界关于城镇化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三种基本观点。 

(1)城镇化与环境污染呈正向线性关系,城镇化进程加剧了环境污染。 

Ala-Mantila等[1]认为,城市化是导致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原因。Al-Mulali等[2]提出城市化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刘伯龙

等[3]利用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城镇化推进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城镇化提高 1 个百分点,导致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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霾污染的浓度平均增加 0.029个百分点。冷艳丽和杜思正[4]基于 2001—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城市化对雾霾污染的影

响,结果表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对雾霾污染具有正向影响。段博川和孙祥栋[5]以 2001—2013年 30个省份的数据为样本,计量检验

了城镇化进程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显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都显著促进了环境的污染。邓晓兰等
[6]
采用动态面

板模型,实证考察了省级层面城镇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结果表明,现阶段城镇化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明显的正向效应。李欣等[7]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城市化

是长三角地区雾霾污染加剧的重要原因。王江和刘莎莎[8]基于 2003—2017年西北 5省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城镇化对雾霾污染影

响的空间计量模型,结果显示,城镇化显著加剧了区域雾霾污染程度。Dhiab&Dkhili[9]的研究表明,城市化与二氧化碳排放呈显著

正相关。 

(2)城镇化与环境污染呈负向线性关系,城镇化进程能够抑制环境污染。 

Liddle[10]发现,城市化与城市密度提升了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从而有利于降低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程开明和

李金昌[11]认为,城镇化进程伴随着资本、劳动等要素的集中,有利于资源高效利用、污染治理,提高了经济运行和环境治理效率。

赵红和陈雨蒙[12]运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验证了 1978—201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与城市化的关系,结果表明城市化对二

氧化碳排放存在较强的负向作用。陆铭和冯皓
[13]
的研究表明,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强度。张腾飞等

[14]
发

现,城镇化会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有利于城市清洁生产技术的提高,进而降低环境污染程度。梁伟等[15]认为,城镇化水平的提

升对雾霾污染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李静萍和周景博[16]以 2014年全国 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为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

究了城市化对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化率的提高有助于空气质量的改善。Luo 等[17]的研究表明,中国西北、东

北地区的城市化有利于 PM2.5浓度的降低。 

(3)城镇化与环境污染之间呈非线性的曲线关系。 

Han等[18]利用全球范围内大城市 PM2.5浓度分布和人口分布,研究发现,中国的 PM2.5浓度与城市人口规模呈倒“U”型关系。Xu

等[19]以 2001—2012 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中国 PM2.5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由于城市房地产的快速发展

和后期环保措施的加强,城市化与 PM2.5 排外呈倒“U”型格局。刘晓红和江可申[20]通过建立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研究城镇化进

程中我国经济增长、贸易开放、第三产业与雾霾的关系,结果显示,城镇化系数为正,城镇化平方系数为负,表明中国城镇化与雾

霾污染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邓世成和郭凌寒[21]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城市化进程对雾霾污染的影响,

结果显示,户籍人口城市化与雾霾污染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以上文献与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结论一致,但有些学者的研究发现

城镇化与污染之间不一定是倒“U”型曲线关系。东童童和邓世成[22]选取中国 31个省份的相关数据,对中国城市化发展对雾霾污

染的影响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户籍人口城市化与雾霾污染存在“U”型曲线关系。如王盈晓等
[23]
利用武汉市 1997—2013 年各

级指标数据,分析发现,城市化与大气污染呈倒“N”型曲线关系。杨明[24]选取 2004—2015年中国 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

证检验,结果表明,城镇化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先降后升再降的倒“N”型曲线关系。 

综上可知,国内外学者对于城镇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既有研究需

要进一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①关于城镇化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尚未达成一致意见。②忽略了空间溢出

效应的作用,主要采用传统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城镇化和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忽略空间因

素会造成传统计量模型的实证结果有偏。③需要关注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采用简单的线性模型难以解释两者之间的

非线性关系。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①剖析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②建立空间面板计量模型,

考察城镇化进程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揭示影响环境污染的关键因素。③建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城镇化对环境

污染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 

2 研究假设、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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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研究假设 

假设 1: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可能原因是:①城镇化发展初期,某地为推动经济增长,降低环境门槛引入污染密集型产业,邻近地区也会竞相效仿,致使区

域环境污染加剧。②某地环境污染严重,排放的污染物通过空间扩散对邻近地区环境质量产生影响。③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某地

采用先进的环保技术改善了其环境质量,对周边地区起到示范带动作用,通过知识溢出效应使得邻近地区环境质量得以提高。④

城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某地环保标准提高,淘汰的污染产业可能向邻近地区扩散,从而加剧邻近地区的环境污染。 

假设 2:城镇化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曲线关系。 

假设 3: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 

一方面,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可能会加剧环境污染。①城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地区迁移,城镇人口密

度不断增大,对城市基础设施、住房、家电、机动车等需求快速增加,为了满足这些需求需要增加能源消耗并排放大量污染物;另

外,城镇人口剧増会产生大量生活污染物,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②城镇化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粗放式的工业发展方式

产生了大量废水、废气以及固体废弃物等污染排放物,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③城镇化快速发展促使城镇空间逐渐向周边地

区辐射,大量农田、林地和湿地被城市用地侵占,城镇空间的无序扩张破坏了地区生态平衡。 

另一方面,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对环境污染起到抑制作用。①城镇化的发展可以提升城市的集聚效应。首先空间集聚有利于

基础设施、医疗卫生、交通、教育等公共资源的共享,各经济主体的空间集聚便于专业化分工协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其次,空

间集聚有利于污染物的集中处理,提高环境治理效率;最后,空间集聚有利于技术创新,产生知识外溢效应,先进的生产技术能够

降低单位产品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物排放,环保技术的发展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的提高。②城镇化的发展会促进产业结构

优化调整。首先,产业结构逐渐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递进,第二产业比重的下降必然会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其次,第二产业

逐渐向高技术、低能耗、低污染的产业进行升级和调整,逐渐淘汰高耗能和高污染性企业,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水平随之下降,从而

使得环境质量得到提升。③城镇化的发展可以提高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首先,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文化水平

和整体素质明显提高,人们对物质的追求逐渐上升为对环境质量的追求,自觉践行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有利于缓解生态

环境压力。其次,随着居民环保诉求的提高,政府环境规制逐渐加强,加大环境治理投入力度,环境质量得以改善。 

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时存在正负两种效应,城镇化发展初期,正向效应大于负向效应,环境污染呈上升趋势;城镇化发

展后期,负向效应大于正向效应,环境污染呈下降趋势。总体来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城镇化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的是

一种倒“U”型的曲线关系,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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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城镇化与环境污染关系图 

2.2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2.2.1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环境污染(lnpol)。选取各省份废水排放总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及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3 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然后利用

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按截面将每年各省份上述三个指标乘以相应的权重得到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熵权法的基本思路是根据

指标变异程度的大小来确定权重,某个指标的信息熵越小,表示指标离散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其权重也就越大。熵权法

的计算步骤如下: 

①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式中:Yij为经过归一化处理的第 i(i=1,2,…,n)个省份的第 j(j=1,2,…,m)项指标值,Xij为第 i个省份第 j项指标的原始值。 

②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 

 

其中: ,如果 pij=0,定义 pijlnpij=0;K=1/ln(n)为调节系数,以保证 0≤Ej≤1。 

③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2)核心解释变量: 

城镇化水平(lnurb)。城镇化表现为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迁移的过程,本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对环境污

染的影响。 

(3)控制变量: 

①经济规模(lnpgdp),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发

展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环境污染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某一临界值时,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

环境质量将得到改善。②人口密度(lnpop),用单位行政区域面积的常住人口数来衡量人口集聚程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人口密

度对环境质量存在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人口聚集会带来污染物排放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人口集聚可以产生规模效益,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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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环境治理。③产业结构(lnstr),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衡量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不同的产业

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能源消耗较高,环境污染比较严重;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

业结构,资源环境压力有所减缓,预期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负向效应。④技术水平(lntec),专利是衡量技术创新能力最

为常用的指标,本文用各省份三种专利受理数来衡量技术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一个地区的技术水平越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环

境污染治理水平就越高,预期技术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负向效应。⑤环境规制(lnreg),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比重来衡

量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外部性,需要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进行干预,环境规制是政府为了应对

环境污染而采取的措施,预期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负向效应。⑥文化程度(lnedu),用各省份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数占 6

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的比重来衡量。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环保意识,从而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 

(4)空间权重矩阵。 

托布勒地理学第一定律认为,现象之间都相互联系,但是邻近现象之间的联系会更强。为了揭示空间现象的空间依赖关系,本

文选取基于“车”相邻的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其定义如下: 

 

Wij为邻接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如区域 i和区域 j有共同的边,则称区域 i和区域 j“车”相邻,记 Wij=1;否则记 Wij=0,主对角

线元素为 0。采用 GeoDa软件生成邻接空间权重矩阵,相邻规则采用 Rook邻接。另外,由于海南没有边界相邻的邻居,为避免后续

分析的麻烦,将海南的邻居人为设定为广东。 

为了衡量空间溢出效应,本文构造基于各省份地理距离与经济属性的嵌套空间权重矩阵,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Wd为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矩阵元素为两省份质心距离的倒数,主对角线元素为 0;diag 为主对角线元素, 为考察期

内第 i(i=1,2,…,n)个省份人均 GDP的平均值; 为考察期内所有省份人均 GDP的平均值。 

2.2.2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0—2017年中国 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

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 

2.2.3研究方法 

(1)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 

在引入空间计量模型之前,首先需要考察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在空间上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是一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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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识别功能的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主要用于探测空间分布的非随机性或空间自相关性,包含两类工具:第一类为全局空间自相关,

常用全局 Moran’sI 指数进行测度,用来检验各个区域间整体上的空间关联程度,计算公式为: 

 

式中:n 是研究区内地区总数,wij是空间权重矩阵元素,xi和 xj分别是区域 i 和区域 j 的属性。I 大于 0,表示空间分布呈正相

关性,即高值与高值相邻或低值与低值相邻;I 小于 0,表示空间分布呈现负相关性,即高值与低值相邻或低值与高值相邻;I 接近

0,则说明研究对象的空间分布是随机的。 

表 1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含义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万吨 558 69246.81 56420.12 396.59 317014.06 

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558 49.20 15.73 18.93 89.60 

经济规模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元 558 30631.57 24189.49 2759.00 128994.11 

人口密度 人口数与行政区域面积的比值/(人/平方千米) 558 415.39 604.91 2.15 3825.39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 558 0.99 0.51 0.49 4.24 

技术水平 三种专利受理数/件 558 21353.53 44089.14 4.00 332652.00 

环境规制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的比重/% 558 1.29 0.71 0.01 4.66 

受教育程度 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数占 6岁及以上人口数的比重/% 558 23.72 10.14 3.01 66.89 

 

第二类是局域空间自相关,通常采用局域 Moran’sI指数来度量某个区域与其邻近区域在空间上的差异程度和它们的显著性,

计算公式为: 

 

式中:S2为属性的方差。Ii大于 0,表示该地区的高值被高值所包围或者是一个低值被低值所包围;Ii小于 0,表示一个低值被

高值所包围或者是一个高值被低值所包围。莫兰散点图为用可视化的二维图示形式描述各空间单元标准化后的属性值与空间滞

后向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散点图回归线的斜率即全局 Moran’sI 指数。莫兰散点图的四个象限分别对应于空间单元与其邻近单元

之间四种类型的局部空间联系形式,分别是高—高、低—高、低—低以及高—低集聚。利用莫兰散点图可以清晰显示环境污染的

空间异质性格局。 

(2)空间面板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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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依赖特征打破了传统计量经济学中相互独立的基本假设。空间计量经济学能够弥补地理空间邻近带来的空间相关性和

空间异质性,可以更准确地检验空间变量相互影响的关系、方向和强度。基于 STIRPAT 模型,建立城镇化与环境污染的空间面板

杜宾模型为: 

 

式中:下标 i为省份,t为年份;α为常数项;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即本地环境污染与相邻地区环境污染空间相互作用的方向

和程度;βi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θi为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W 为 31×31 阶的空间权重矩阵;μi和 ξt分别表示空

间效应和时间效应,如果 μi 和 ξt与解释变量相关,则为固定效应模型,如无关则为随机效应模型;εit 为满足正态独立同分布的

随机扰动项。 

最优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选择机制如下:(1)利用 Hausman检验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若拒绝原假设,表明个体效

应与解释变量相关,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在经济学领域,随机效应假设个体效应与所有自变量均不相关,在现实中很难满足,因

此国内外学者普遍使用固定效应模型。(2)对混合面板模型、空间固定效应模型、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时间和空间双固定效应模

型的时间、空间固定效应的联合非显著性进行似然比(LR)检验。(3)空间交互效应类型选择。首先估计无空间交互效应的面板数

据模型,基于 LM-lag、LM-Error、Robust LM-lag、RobustLM-Error四个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是否拒绝非空间模型而接受空间滞后

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或空间杜宾模型(SDM)。LeSage & Pace[25]建议,即使根据 LM 检验拒绝了非空间是支持采用 SAR

或 SEM 模型,但仍需采用 Wald 检验或 LR 检验,优先考虑使用空间杜宾模型(SDM),该模型同时包含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和解释

变量空间滞后项,有助于防止遗漏变量偏误。 

利用 Wald 检验或对数似然比检验(LR 检验)来检验假设 H0:θi=0 和 H0:θi+ρβi=0,考察空间杜宾模型式(8)是否能退化为空

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如果两个假设均被拒绝,则选择空间杜宾模型。如果 H0:θi=0 未被拒绝,并且稳健性检验

RobustLM-lag 也选择了 SAR,则应该选择 SAR,即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否则应选择 SDM。类似地,如果 H0:θi+ρβi=0 未被拒

绝,并且稳健性检验 Robust LM-Error也指向 SEM,则应该选择 SEM,即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否则应选择 SDM。 

(3)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为验证城镇化与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关系,常用的方法是加入解释变量的二次项,存在的问题是二次项与一次项之间往往存在

高度共线性,从而影响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另一种方法是加虚拟变量与解释变量的交互项,或者进行分组回归,存在的问题是确定

分组界点具有主观性,而且错误的界点会导致严重的回归偏误。Hansen[26]提出的非线性面板门槛回归模型通过在模型中引入门槛

变量,将样本划分为不同的组,不仅能较为准确地估计门槛值,还能对内生的“门槛效应”以及相应门槛值进行显著性检验。借鉴

Hansen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理论,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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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为指标函数,如果括号内的判别为真,则 I(·)取 1,否则取 0;q为门槛变量;γ为待估计的门槛值。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基于标准化的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利用全局Moran’sI指数及其检验对中国环境污染水平的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使用Stata

软件,计算出考察期内环境污染均值的全局 Moran’sI 指数为 0.246,P 值为 0.006,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表 2 可以看

出,2000—2017 年环境污染水平的全局 Moran’sI 指数均为正值,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空间自相关性检验,表明中国

31个省份之间的环境污染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依赖性。 

全局空间相关只能反映空间现象的整体空间相关状况,但可能会忽略局部地区的非典型性特征[27],因此还需要对中国各省份

环境污染水平的空间异质性进行进一步分析。基于标准化的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利用 Stata 软件绘制出 2000—2017 年间中国各

地区环境污染水平均值的莫兰散点图(图 2)。从图 2可以看出,除海南、天津、贵州、山西、黑龙江、辽宁、广东和四川外,其他

省份大多位于第一和第三象限,说明中国环境污染存在正向空间依赖性。具体而言,重庆、江西、安徽、上海、福建、湖南、湖

北、河南、浙江、山东和江苏位于第一象限,说明这些地区环境污染属于高—高集聚;北京、陕西、吉林、内蒙古、甘肃、宁夏、

青海和西藏位于第三象限,说明这些地区环境污染表现为低—低集聚。 

表 2 2000-2017年中国环境污染水平 Moran’sI 指数及其检验结果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Moran’sI 0.261 0.259 0.266 0.244 0.280 0.271 0.274 0.274 0.260 

Z值 2.524 2.630 2.713 2.576 2.725 2.663 2.732 2.709 2.611 

P值 0.006 0.004 0.003 0.005 0.003 0.004 0.003 0.003 0.005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Moran’sI 0.261 0.260 0.225 0.213 0.201 0.200 0.200 0.190 0.178 

Z值 2.634 2.621 2.303 2.207 2.096 2.080 2.070 1.980 1.869 

P值 0.004 0.004 0.011 0.014 0.018 0.019 0.019 0.024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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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0—2017年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均值的莫兰散点图 

莫兰散点图不能判断各区域局部空间相关类型以及是否在统计意义上显著,需要利用局域Moran’sI指数及其显著性检验对

环境污染的局域集聚特征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如图 3所示,其中,江苏、浙江、山东、河南 4个省份表现为显著的高—高集聚类

型,组成了中国高环境污染圈;西藏、甘肃、青海、新疆 4 个省份表现为显著的低—低集聚类型,形成了中国低环境污染圈;四川

相对周边地区来说,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同时也产生了较高的污染排放,形成了环境污染高—低集聚类型;海南是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与周边省份形成了环境污染低—高集聚类型。 

 

图 3 2017年中国环境污染 LISA聚集图 

3.2空间溢出效应 

根据Moran’sI指数及其统计检验发现,中国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因此需要引入空间面板计量模型。LM(Robust)

检验在联合 OLS 和空间固定效应模型下,无法精确判断选择空间滞后模型还是空间误差模型,在考虑时间固定效应和时空双固定

效应时,不能拒绝没有空间自相关误差项和空间滞后被解释变量的原假设。因此,需要进一步通过 Wald 检验和 LR 检验来确定空

间面板模型的具体形式。参考 Elhost 的程序包,选择空间固定效应,利用 Matlab 软件对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可以发现,空间杜宾模型的 Wald 统计量和 LR 统计量都在 1%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

均被拒绝,应该选择空间杜宾模型,另外,Hausman检验统计量在 1%的置信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说明应该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因此

最终选择空间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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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杜宾模型的空间滞后项系数 ρ 的值为 0.3450,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不为 0,说明中国环境污染在空间上存在溢出效应,

假设 1 得到验证。邻近地区的环境污染综合水平每提高 1%,会引起本地区环境污染综合水平升高 0.3450%,说明地区环境污染治

理难以独善其身,需要采取区域联防联控的策略。 

表 3嵌套空间权重矩阵下 SDM、SAR、SEM空间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比较 

变量 空间杜宾模型(SDM) 空间滞后模型(SAR) 空间误差模型(SEM) 

W·lnpol(ρ) 0.3450
***
(3.9903) 0.3880

***
(5.0590) 

 

spat.aut(λ) 
  

0.5240***(1.6281) 

lnurb 2.3725***(2.5793) 1.6152*(1.8663) 1.3985*(-1.0646) 

(lnurb)2 -0.2662**(-2.0260) -0.1641(-1.3413) -0.1295(5.1490) 

lnpgdp 0.3896***(4.7505) 0.0868**(2.1191) 0.2011***(5.1971) 

lnpop 0.9124***(5.1916) 0.6382***(4.6641) 0.7392***(-1.7117) 

lnstr 0.0307(0.6539) -0.1034***(-2.9326) -0.0665*(-1.1455) 

lntec -0.0393*(-1.8636) -0.0015(-0.1488) -0.0181(2.9334) 

lnreg 0.0519***(3.2948) 0.0465***(2.8896) 0.0465***(0.1053) 

lnedu 0.0607(1.0760) -0.0397(-0.7316) 0.0059(1.6281) 

W·lnurb 11.2283**(2.1245) 
  

W·(lnurb)
2
 -1.5446

**
(-2.0525) 

  

W·lnpgdp -0.3320*(-1.9045) 
  

W·lnpop 1.0805*(1.6909) 
  

W·lnstr 0.0730(0.5806) 
  

W·lntec 0.0549
**
(2.2232) 

  

W·lnreg 0.1350(1.5900) 
  

W·lnedu -0.3194(-1.3179) 
  

R2 0.9842 0.9829 0.9816 

log-likelihood 336.03497 313.2189 315.89969 

Wald＿spatial＿lag 44.3443*** 
  

LR＿spatial＿lag 45.6322*** 
  

Wald＿spatial＿error 34.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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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spatial＿error 40.2706*** 
  

Hausmantest 71.0503*** 
  

 

城镇化水平的系数为正值,城镇化水平平方的系数为负值,且均通过了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城镇化水平与环境污

染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即环境污染程度随着城镇化水平提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假设 2得到验证。根据表

3 空间杜宾面板模型(SDM)的估计结果,城镇化水平的一次项估计系数为 2.3725,二次项估计系数为-0.2662,拐点的计算方法为

e|2.375/[2×(-0.2662)]|=86.16,据此判断当其他因素固定不变时,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拐点发生在城镇化水平达到 86.16%处,目前中国只

有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城镇化水平超过了这一拐点。 

经济规模的弹性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区域经济发展中忽略了环境保护,经济规模对环境污染具有促进作用。人口密度的弹性

系数显著为正,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说明人口集聚产生的正外部性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技术水平的弹性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区域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在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中的弹性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第三产业

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值的提高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环境规制的弹性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环境污染治理力度相对于环

境污染排放仍显不足。 

为了进一步分析城镇化等影响因素对环境污染的空间影响,利用 LeSage & Pace[25]提出的空间计量模型偏微分方法对总效应

进行分解。一是直接效应,指本地区某个自变量对本地区环境污染综合水平的影响大小。直接效应中包含了空间反馈效应,即本

地区某个自变量变动对邻近地区环境污染产生的影响,邻近地区环境污染反过来又对本地区环境污染产生影响。二是间接效应,

也称空间溢出效应,用于度量邻近地区的某个自变量对本地区环境污染综合水平的影响,结果如表 4 所示。城镇化水平的直接效

应与间接效应都为显著的正值,表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不仅加剧了本地区的环境污染,同时也加剧了邻近地区的环境污染,可见

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且区域间的溢出明显大于区域内的溢出,再一次验证了假设 1。经济增长对

本地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为非显著的负值,说明本地区经济增长会加重本地环境污染程度,但对邻近地区的

环境污染具有抑制作用。人口密度的本地效应、溢出效应以及总效应均显著为正,表明人口集聚是影响区域环境污染整体水平的

关键因素。技术水平对本地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对邻近区域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表明技术水平的提高

能够显著抑制本地区的环境污染,但会加重邻近地区的环境污染程度。 

3.3门槛分析 

表 4空间杜宾模型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解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系数 t值 P值 系数 t值 P值 系数 t值 P值 

lnurb 2.7182 2.9999 0.0053 18.4947 2.2078 0.0348 21.2128 2.4393 0.0206 

(lnurb)
2
 -0.3144 -2.4197 0.0216 -2.5097 -2.0994 0.0440 -2.8242 -2.2703 0.0303 

lnpgdp 0.3869 4.6640 0.0001 -0.3094 -1.1868 0.2443 0.0775 0.2935 0.7711 

lnpop 0.9392 5.4856 0.0000 2.1701 2.2467 0.0319 3.1093 3.3209 0.0023 

lnstr 0.0323 0.6792 0.5021 0.1317 0.6937 0.4930 0.1640 0.8402 0.4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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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tec -0.0383 -1.8554 0.0731 0.0627 2.1139 0.0427 0.0245 1.1699 0.2509 

lnreg 0.0552 3.5207 0.0014 0.2349 1.7716 0.0863 0.2901 2.1169 0.0424 

lnedu 0.0559 0.9952 0.3274 -0.4424 -1.2247 0.2299 -0.3865 -1.0575 0.2984 

 

表 5门槛效果检验 

门槛变量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门槛估计值 F值 P值 门槛估计值 F值 P值 门槛估计值 F值 P值 

经济规模 81874 20.412** 0.037 38027 12.919** 0.047 7436.58350 5.370 0.167 

产业结构 1.9935 19.149*** 0.010 0.9574 7.422* 0.073 0.8667 4.461* 0.093 

 

表 6面板门槛模型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普通 OLS(固定效应) 门槛变量(经济增长) 门槛变量(产业结构) 

lnpgdp 0.1790***(5.26) 0.2100***(6.08) 0.1900***(5.65) 

lnpop 0.8050***(5.82) 1.2220***(7.77) 0.8960***(6.55) 

lnstr -0.1250***(-3.50) -0.0670*(-1.81) -0.1530***(-3.13) 

lntec -0.0031(-0.29) -0.0001(-0.01) -0.0039(-0.39) 

lnreg 0.0590***(3.75) 0.0459***(2.94) 0.0566***(3.66) 

lnedu -0.0846(-1.50) -0.0860(-1.56) -0.1370
**
(-2.44) 

lnurb×I(q≤γ1) — 0.0169
***
(2.99)γ≤38027 -0.0167

***
(-2.66)γ≤0.9574 

lnurb 0.4660
***
(3.73) 0.3580

***
(2.86)38027＜γ≤81874 0.4690

***
(3.80)0.9574＜γ≤1.9935 

lnurb×I(q＞γ2) — -0.0507***(-4.90)γ＞81874 -0.0348***(-3.08)γ＞1.9935 

cons 3.1840***(3.93) 1.0450(1.18) 2.8000***(3.52) 

F 158.5*** 132.6*** 131.2*** 

R2-within 0.681 0.697 0.695 

 

所谓门槛效应是指在门槛变量的不同阶段,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所产生的阶段性影响。采用 Hansen[26]提出的面板门槛回归

模型,分别以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城镇化水平对环境污染影响的门槛效应。以“自抽样法”(Bootstrap)重复

抽取样本 300次,对解释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门槛效果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可以发现,经济规模的单一门槛和双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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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效果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三重门槛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应选择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分析;产业结构的单一门槛效果在 5%的显著

性水平上显著,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在 10%的水平上显著,由于三重门槛的置信区间[0.578,1.608]包含双重门槛值,因此选择双

重门槛模型进行分析。图 4的似然比函数图可以更为清晰地理解门槛值的估计和置信区间的构造过程,门槛参数的估计值是似然

比检验统计量 LR为 0时γ的取值[28]。从图 4可以看出,选择双重门槛模型比较合适,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6所示。 

 

图 4门槛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从表 6 可以看出,城镇化对环境污染存在正向非线性的影响,并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假设 3 得到验证。第一,以经济增长作

为门槛变量,当人均 GDP低于第一个门槛值 38027 元时,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弹性系数为 0.3749(0.3580+0.0169);当人均 GDP 处

于 38027 元与 81874 元之间时,弹性系数降至 0.3580;当人均 GDP 越过第二个门槛值 81874 元后,弹性系数再次下降至

0.3073(0.3580-0.0507),说明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第二,以产业结构作为门槛变

量,当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小于0.9574时,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弹性系数为0.4523(0.4690-0.0167);当第三产业与第二产

业的比值处于 0.9574 至 1.9935时,弹性系数增加到 0.4690;当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越过第二个门槛值 1.9935 时,弹性系

数下降至 0.4342(0.4690-0.0348),说明随着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比值的增加,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逐渐加强,当比值超

过 1.9935时,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开始减小。 

4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4.1主要结论 

(1)环境污染存在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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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7 年,中国环境污染水平的 Moran’sI 指数均为显著的正值,表明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依

赖性。莫兰散点图清晰显示出中国环境污染的空间异质性格局,东部地区主要位于第一象限,表现为环境污染高—高集聚类型,西

部地区主要位于第三象限,表现低—低集聚类型。 

(2)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 

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偏微分方法对总效应进行分解,城镇化水平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都为显著的正值,且区域间的溢出效应

大于区域内的本地效应,说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不仅加剧了本地的环境污染,同时也加剧了邻近地区的环境污染,验证了假设 1。 

(3)城镇化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曲线关系。 

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的系数为正值,城镇化水平平方的系数为负值,且均通过了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

明城镇化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假设 2得到验证。通过计算,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拐点发生在城镇化水平

达到 86.16%处,只有北京、上海两地的城镇化水平超过拐点,进入了城镇化发展环境污染下降的阶段。 

(4)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门槛特征。 

门槛面板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城镇化对环境污染存在正向非线性的影响,并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假设 3得到验证。以人

均 GDP为门槛变量,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随着第三产业与

第二产业比值的增加,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逐渐加强,当比值超过 1.9935时,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开始减小。 

(5)环境污染与其他控制变量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经济规模、人口密度、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产业结构、技术水平、教育水平与环境污染存在负向相关关

系。 

4.2政策建议 

(1)建立区域环境污染协同治理机制。 

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任何地区单独制定的环境友好城镇化发展策略对其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都是有限的,只

有加强区域间的协调合作、实行联防联控才能更加有效地治理环境污染。要加强区域间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设计和完善工作,加

大对环境污染严重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2)制定差异化的产业结构调整策略。 

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城镇化程度存在巨大差异,环境污染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因此,要采取

差异化产业结构调整策略来达到降低环境污染的目的。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应该加快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产业,促进

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加快提升第三产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中西部地区在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的同时,应提高环境准入门槛,限制引进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注

重依靠科技创新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3)加强环保技术的研发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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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在城镇化进程中要加快环保技术的研发、应用与推广,实现城镇

化与环境治理协调发展。对于东部沿海地区,应加大对环保技术的研发投入,提高环保产业创新能力,中西部地区应积极引入东部

沿海区域先进的环保技术,通过促进区域环保技术外溢降低区域环境污染水平。 

(4)积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随着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人们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对高质量环境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更愿意接受绿色生活方式。因此,要加

强宣传教育和引导,提高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引导居民自觉践行绿色生活方式,逐渐养成绿色消费、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

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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